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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本章认为，人类世(Anthropocene) 时代的到来要求对科学教育进行实质性的重置。

它主张重新定位学校科学教育，将对科学的“元层面理解”(meta-level understanding)
置于科学的“内容”、探究模式和（或）其内部社会实践之上。这与我们今天所熟知的

学校科学课程将截然不同，但鉴于科学在人类世中的作用，这是本章的主要观点。所有

学科都有四个广泛的特征。首先，各学科都有特定于学科的思维方式以及用于发展和评

估新知识的特定学科框架。其次，它们生成“成果”——概念、原则或工具——虽然这

些成果来自学科内部并可能在随后被学科内部改变，但它们可以被学科以外的人使用。

第三，学科成员通过特定互动方式协作，共同生成、评估和分发新知识。第四，所有学

科都位于特定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中，并受其影响。它们与其他思维、实践方式和认知方

式并存并相互对照。虽然并非每名学科从业者都能在所有这些领域达到同等造诣，但学

科作为一个整体体现并由这四个特征共同定义。

学校课程开发通常涉及从“母学科”中选取知识，然后出于教育目的将其“再语境

化”(re-contextualizing) (Bernstein, 2000; Deng, 2007)。随着教育系统对其所处的更广

泛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背景的发展做出反应，这些目的可能会随时间而改变。然而，一

般来说，传统学术课程的每个“学科”都利用了其母学科的上述四个特征。在课程语境

下，根据当前对该课程领域教育目的的主流观点，这些特征之间的“权重”会有所不同。

学校的科学课程通常以不同的侧重强调科学的四个广泛特征：首先，是科学的认识论

(epistemic)方面——科学家用来发展、评估和论证新知识的特定智力探究形式；其次，

是科学的本体论(ontological)方面——其“成果”或“内容”，包括事实、规律、算法、

原则或工具；第三，是科学家在学术互动时使用的社会和修辞策略；第四，是对科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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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发展更广泛的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语境中发展定位的元认知理解。在科学教育约

150 年的发展历程中，科学的“成果”一直是大多数学校科学课程的核心内容。一代又

一代的教育改革者主张建立更加“平衡”的课程，更加强调科学的其他一个或多个维度

的培养，但总的来说，这些主张对课堂实践影响甚微(DeBoer,1991)。例如，科学教育

研究人员强烈认为，如果不了解产生科学“成果”的探究过程，就不可能真正掌握科学

的“成果”(e.g., Newton et al., 1999; Duschl & Osborne, 2002; Osborne, 2014; Kind &
Osborne, 2017)。其他研究人员提倡旨在“社会化”学生的教学法，使他们能够像“科

学家一样”思考、行动和互动(e.g., Driver, 1983; Driver et al., 1994; Driver & Oldham, 1985;
Tobin, 1990)。还有人主张通过研究科学史、科学哲学和社会学，来深化对科学的元认知

(e.g., Matthews, 1994)，并且有大量工作主张关注社会科学议题(socio-scientific
issues)(e.g., Zeidler et al., 2005; Zeidler & Nichols, 2009)和（或）发展科学“素养”。然

而，公平地说，受认知科学影响的主流科学教育研究仍致力于解决如何支持学生实现对

科学“成果”的“真正理解”这一棘手问题。与所有这些交织在一起的是，受更广泛趋

势的影响，人们呼吁让科学教育对更多学生来说更加“包容”、“吸引力”或“相关性”。

近二十年来，人们见证了对技能、能力以及 Biesta(2012)所称的教育“学习化”

(learnification)的日益重视。

这是一个由各种观点构成的复杂的思想大杂烩。然而，作为该领域的长期观察者，

我发现很难就科学通过被纳入学校课程所应服务的教育功能达成任何共识。关于学校科

学教育的目标众说纷纭：既有为未来从事科学相关职业的学生提供基础科学知识；也有

为学生提供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可能需要的科学相关知识；还有认为应发展公民参与所需

的科学“素养”；更有通过提供获得“强大知识”的途径来赋能学生。这些目标差异显

著，每一个都对应着非常不同的课程：然而，所有的目的都导向获取和储存某些种类的

知识。这种将一切转化为“待知之物”的偏好似乎是科学教育的固有特征。然而，这种

知识获取方式究竟如何体现杜威所指的教育意义 (Dewey, 1938)，往往并不清晰。对我

来说，课程设计者在抉择如何筛选并平衡上述四大科学维度时，理解这一点至关重要。

这些问题都不是新问题(Gilbert, 2011)，但我在此重述它们的目的是表明，教育之

外的近期事件和趋势——特别是人类世的到来——使这些问题变得非常突出。在本章中，

我想论证我们所处的“新时代”要求我们重新构建科学在学校课程中的作用。我们需要

实质性的变革，这种变革甚至难以想象，更不用说富有成效地和切实可行地思考了。然

而，出于我稍后将提到的原因，我认为尝试这项工作具有道德必要性。在本章中，我探

讨了强调科学的第四个方面，即元理解方面，是否可以为我们需要的教育类型提供适当

的框架。但首先，为什么变革是必要的？所谓的“人类世”究竟是什么？它与教育有什

么关系？

人类世是目前赋予一个新的地质纪元到来的名称，大致始于工业革命和化石燃料的

工业化规模使用时期。在此期间，人类活动开始对地球的物理过程产生重大影响。该术

语源自希腊语：“anthro”意为“人”，“cene”意为“新”（地质时代），其创造是

为了标志着早期全新世(Holocene)的终结。燃烧在数亿年间通过生物过程从大气中封存

的碳，极大地增加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水平，进而引发了全球平均气温的持续上升。预计

这将对世界海平面、天气系统和生态系统稳定性产生重大影响，这将影响地球对人类的

宜居性，并对人类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产生重大影响。这些过程现在已经全面展开

(Kress & Stine, 2017; Scranton, 2015; Klein, 2014; McNeill & Engelke, 2014; Hansen, 2009)。
正如其他领域广泛讨论的那样，我们集体未能采取能够逆转或推迟这些趋势的措施，

也没有制定适应或减轻其潜在影响的策略(Flannery, 2005; Hamilton, 2010; Jamieson,
2014; Oreskes & Conway, 2014)。科学共识是，除非我们在 2030 年前将碳排放量较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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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水平减少 45%，否则我们将超过全球变暖 1.5 度这一被视为宜居地球上限的阈值。根

据一些科学家的说法，气候变化的“突变”，即变化如此迅速以至于人类和其他自然系

统没有时间适应，是可能发生的，甚至可能在未来十年内发生(IPCC, 2018; 2022)。如今

已无需争论：说我们正在梦游般走向灾难，目前的做法正在摧毁我们子孙后代的生活，

所有未满六十岁的人都可能目睹地球生命体系的剧烈动荡。这种影响可能会首先且最严

重地被世界上最贫穷和最边缘化的人群感受到。大多数国家陷于政策瘫痪状态，至少部

分原因是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将需要重大牺牲，需要大幅削减我们当前的经济活动和生活

方式。目前完全不清楚谁应该承担这些成本以及如何分配这些成本。现在，在气候变化

科学首次明确的三十年后，要逆转或推迟其影响可能已经太晚了。如果是这种情况，那

么除了直接与减少碳排放相关的行动之外，其他行动就变得重要起来。任何改善世界的

行动——维持有效的民主制度、法律制度和社区功能；制定人道的移民政策；加强包括

教育在内的所有人类系统——现在都可以被视为气候行动。

那么，所有这些与学校科学课程有什么关系呢？气候行动这个“话题”难道不是更

适合放在社会研究课程中吗？学生是否应该学习气候变化的科学原理？或者气候变化

行动是否应该像某些人所倡导的那样，成为一个独立的、新的课程领域？在下文中，我

概述了为什么我认为人类世的到来要求我们重置科学教育。然后我阐述为何我认为这项

工作的有效起点，应是强调对科学元层面的理解，而非其其他三个维度。

处于“危机中”似乎是自科学教育诞生以来就有的特征(DeBoer, 1991; Aubusson,
2013; Toscano, 2013)。每当确定一个新的危机时，就会委托撰写报告和开展新研究，提

出新的教学方法，并实施新课程。来自这项工作的术语会渗透到政策话语中，有时也会

进入课堂，但通常事情还是像往常一样继续。然而，人类世因其颠覆了科学教育发展所

处历史时期的根本特征，在我看来，堪称“终结所有危机的危机”。

教育、科学教育和科学本身，以其目前的形式，是西方现代性核心假设和经济条件

的产物，并与之紧密相连。现代教育是在从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和社会向以城市化、工

业化为主的生活方式过渡的过程中形成的。大众化学校教育的发展之所以重要，是因为

它在生产现代经济所需的人力资源——以及消费者——方面发挥了作用。现代学校课程

中的“学科”——包括科学——是为了支持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增长而设计的。

科学与这种发展紧密相连：既体现在其创造的可能性（积极意义），也体现在其对当下

危机的助推作用(Patel & Moore, 2017)。但这一历史时期——被一些人称为“碳化资本

主义”(carboniferous capitalism)——因其成功建立在自然资源的“廉价化”(Patel &
Moore, 2017)和化石燃料的燃烧(Newell & Patterson, 2010)的基础上——即将结束。

正如其他研究充分论证的那样，这对地球以及人类社会和经济生活具有重大影响。

但这也具有思想层面上的影响，相关讨论也正在进行中。例如，一些学者正试图构建“后

碳”社会理论的新范式，为新时代重塑关于社会、政治与经济的“旧有”（现代）认知

(e.g., Newell & Patterson, 2010; Irwin, 2010; Urry, 2011; Elliott & Turner, 2012; Klein, 2014)。
科学相关领域的评论员谈论向他们所称的“后常态时代”(postnormal times)的转变，在

这个世界里，事物不再是确定的、简单的或稳定的（如果它们曾经是的话）；取而代之

的是不确定、复杂、混乱和矛盾的“新”常态(e.g., Sardar, 2010; Ravetz, 2011; Slaughter,
2012)。

对科学社会学重要代表人物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而言，人类世预示着科

学本身发生重大认知转变。在 2013 年的吉福德讲座(Gifford Lectures)中，他认为人类世

挑战科学家以全新的方式审视科学本质——科学是什么、科学为何而存在，以及科学应

该与何种对象（及主体）互动(Latour, 2013)。他说，科学家不仅仅是将自然视为“探究

对象”——即我们与之分离的东西或需要被驯服的东西，而应认识到我们与自然深度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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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关系。科学家不应将自然的“实体”作为自在之物

(things-in-themselves)来研究，而应探索他所称的科学与自然之间的“交叉点”、“边

界”或“对话”。这当然需要全新的思维方式：新的探究形式、新工具和新实践。这还

需要建立科学与政治之间的新关系(Latour, 2018)。如果我们接受上述观点，它对教育、

科学教育和科学本身都有重大影响。如果现代性的关键概念不再适用，那么教育的目的

应该是什么？我们还需要（或想要）公共教育吗？如果有的话，科学应该在教育中扮演

什么角色？鉴于科学对产生人类世的活动和思维的贡献，继续将科学纳入学校课程是否

合理？我们是否应该延续这种思维模式？如果我们认为学校科学教育在人类世仍具有

教育功能，那么其形态应该如何呈现？与现行模式有何差异？如果有的话，科学学科应

如何与其他课程领域交叉？

这些问题极其难以解决，主要原因在于我们的思维被一套概念范畴所束缚，而这些

范畴本身正是问题的一部分。我们的思维被殖民了：我们无法跳出这些范畴思考。用德

里达(Derrida, 1991)的术语来说，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将它们置于“消解”(under erasure)
状态，表明它们是有问题的，它们最终可能需要被“擦除”，但同时继续在现有框架内

运作，因为我们（还）没有建立替代性的思维系统。

因此，鉴于这一切，仅就上述问题之一而言，我想建议学校里的科学教育在人类世

背景下可以具有教育意义，但前提是必须进行重大框架重构。然而，在考虑这种重新构

建时，我不认为我们应该“把婴儿连同洗澡水一起倒掉”（“因噎废食”）：我认为必

须立足现有基础进行创新。在本章的剩余部分，我试图勾勒出一个课程设计方案，该方

案将科学中的元认知层面置于核心位置，同时保留其余三个维度，但以精简形式呈现并

赋予不同目标。这种设计看起来完全不像我们熟悉的学校科学课程，这是本章的中心点。

聚焦于科学的认识论层面——即其成果和（或）科学家作为科学家一起工作的方式

——在以下情况下具是有用的：即我们的目标是复制这些科学特征，将学生纳入现有学

科体系进行文化化或学科化培养。若这些方法奏效，便会以特定模式塑造学生的思维。

除非他们同时接触其他思维方式，否则将难以“跳出”这些思维框架，并逐渐形成“唯

此为正”的认知定式。然而，若目标在于拓展学生以多元复杂方式思考的能力，或提升

我们集体变革的能力，那么这种策略便显得不够理想。

变革通常不来自既定学科的中心(Kuhn, 1970)。它通常来自边缘，由那些对学科持

批评态度但也精通该学科的局外人推动。变革者通常是“双文化”的人，他们充分参与

了不止一个学科语境，能够看到“事物是如何运作的”，把握核心要义，以及不同语境

有何异同。换句话说，他们通常具备元认知层面的理解力。因此，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建

立变革能力和（或）更复杂的思维能力，那么培养元理解能力——理想情况下应涵盖对

多重语境——在我看来是一个富有成效的策略。

我在这里使用“元理解”一词，是指一种“自上而下”的科学视角：理解科学知识

是如何在特定的社会、政治、历史和文化背景下，由特定类型的人群，使用特定的思维

方式、特定的实践方法，基于与其他思维方式不同的假设体系所构建而成。提倡旨在建

立元理解的方法并不新鲜。如前所述，许多改革者主张通过关注科学史、科学哲学、社

会学、社会科学议题以及科学素养培养来开展科学教学。许多国家学校科学课程中增设

的“科学本质”(nature of science)教学项目旨在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对科学的元理

解力。然而，在实践中，这些举措都没有产生其支持者所预期的那种变革效果。讽刺的

是，反而其中许多举措产生了一套新的、额外的学生需要“了解”的命题——也就是说，

它们已被纳入前面提到的“关于主义”
1
(aboutism)范畴(Lederman, 2007; Hipkins, 2012)。

将这些举措重新格式化为学生需要获取的更多知识（显然）偏离了它们的初衷，更重要

1 译者注：本章中未提及，应该是在第一章中提到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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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从杜威的教育学意义上讲，这种做法很难产生教育价值。鉴于这些举措未能达到

预期效果，且考虑到当前形势，我认为需要更大胆的变革。因此在本章剩余部分，我将

论证运用解构(deconstruction)概念实现元理解的方法论。对深谙科学与科学教育的人而

言，这无疑显得极为诡异。

解构概念通常用于人文和社会科学，有时也见于教育领域，但出于可能显而易见的

原因，它在科学相关背景中并不熟悉——而且可能不受欢迎。但是，正如我试图在这里

展示的那样，科学教育和科学本身是不同的活动，有着不同的目标。如果我们遵循杜威

关于教育目的是促进智力增长、建立以更深层、更复杂、抽象的方式思考的能力的观点，

那么科学在学校课程中的功能仅仅是教育者可以用来促进智力增长的多种语境或“载体”

之一。科学教育的主要目的是教育本身，而不是“传播”或“传递”科学知识（尽管它

可能会这样做）。科学教育不是科学实践，由此推论，我们不指望看到科学与科学教育

之间的完全对应的关系。因此，虽然解构可能不是在科学本身中使用的适当技术，但我

想在这里论证它可以在科学教育中被适当地使用。

解构的目的是变革，特别是关于思想体系的变革，以及在这些思想体系被视为具有

压迫性的情况下。解构是一个试图打破并超越在深层结构上构建我们思维方式的概念类

别的过程。其目标在于透视表象之下，探究这些概念范畴如何构成系统性运作机制，以

及该系统如何通过排斥或否定其他范畴而得以维系。解构不同于分析或批判：它的目的

不是拆解或推翻现有的范畴，而是以新的方式与之共生。它的目的在于揭示现有范畴之

间、之外及底层那些未被承认的物质，进而运用这些物质在范畴之外展开思考(Culler,
1983; Grosz, 1989; Lather, 1991; Davies, 1994)。

解构工作不是在特定观点、探究形式或社会实践的层面上进行的，而是在话语实践

(discursive practices)的层面上进行的。话语实践是在某些更广泛的（政治和制度）条件

下，从某些特定的思想观念、探究形式和社会实践中产生的思想系统(Foucault, 1972,
1978)。许多不同的话语实践彼此并存。每一种都在该话语实践的背景下、在其边界内

并在遵循其规则时产生“有效运作”的“真理”。话语实践包括思想观念、探究形式和

社会实践，但这些不是重点。重点是话语实践如何成为更广泛权力关系的媒介，以及它

们如何运作——不是为了表现现实，而是为了主动生产现实。解构主义涉及探索成套的

话语实践是如何“运作”的：它审视它们所依赖的假设；定义它们的实践；参与其中的

主体；它们所嵌入的政治、制度和学科结构；组织其运作的隐喻；并尤为关注那些缺席

的存在——那些被排除、被禁止或被视为非法的人或事物。

科学是一种话语实践。它产生特定种类的知识，涉及特定的实践，建立在特定的假

设之上，由以特定方式思考的人参与，并且是更广泛权力关系系统的一部分。它所产生

的“真理”在特定语境中“行之有效”。如果目标是延续这些话语实践，那么将学生纳

入其中是有用的。但是，如果我们接受拉图尔（Latour）的论点，即人类世的到来正挑

战着科学最深层的假设，那么这种做法似乎不再是合理的。

基于解构主义的元认知构建方法在实践中可能呈现何种形态？充分探讨这一点超

出了本章的范围：我在此的目的就是论证为什么它是必要的。然而，在其他工作中（那

是很多年前的事了），我已经为高中生物教师详细规划了针对遗传学教学，以及后来的

动物行为和人类进化论的解构课程(Gilbert, 1997)。我认为做这项工作是可行的，而且

我认为它能为学生创造必要的教育体验，使他们为人类世的生活做好准备。也许现在，

鉴于今天的背景，这种工作可能比二十年前更受科学教育者的欢迎。也许吧。

在我看来，随着我们步入人类世，科学教育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比其

他课程领域更重要。科技通常被描绘成未来，被视为拯救我们于困境的救星。但是，虽

然毫无疑问会开发出针对气候变化的技术缓解措施(Kolbert, 2018)，但这种思维方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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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我们引向通往未来的单一路径上。这是危险的，因为虽然科学研究揭示了人类世的形

成，但科学思维方式与活动本身无疑也是促成这一时代的推手。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突

破“科学即未来”的思维框架，在既定路径内外自由思考，构想通往未来的多元可能。

正如未来学研究(Futures Studies)的学术文献告诉我们的那样，当我们的思维沿特

定路径被引导时，实际上会封闭其他可能性。科技本身并不塑造我们的未来：科学和技

术的发展始终受制于人类的价值观、选择和行动(Slaughter, 2012)。正如未来学家里

尔·米勒（Riel Miller）所说，未来并非是某种“降临”于我们的存在：我们要“通过我

们每天做出的选择……从现在开始，创造未来”(Miller, 2006, p. 3)。在此基础上，教育

学家凯里·费瑟（Keri Facer）指出，面向人类世的科学教育应该建立创造我们要共同想

要的未来所需的智力能力。它的目标应该是支持在现有路径内工作的能力，也要培养超

越这些路径的视野。如果我们无法跳出陈旧概念框架的思维定式，我们极有可能继续梦

游般走向气候灾难。我们大概还有十年的时间觉醒并开展这项工作。但是，另一方面，

本文提出的抽象策略可能为时已晚，对地球未来更有成效的贡献可能是加入“反抗灭绝”

(Extinction Rebellion, 2019)运动所倡导的行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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